
 

农地福利保障如何影响农地转出
——基于制度保障与社区保障调节效应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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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农地流转规模扩大和小农户私下流转频繁的背景下，农地福利保障抑制农地流转的研

究结论难以解释该现象。究其原因，农地福利保障是与制度保障和社区保障共同发挥作用的，并因农村

流动性增强而表现出功能上的转化。文章利用全国9省区2 704户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地福利保障对

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以及不同制度保障和社区保障下农地福利保障对农地转出的作用差异。研

究表明，农地福利保障抑制了农地转出，但其抑制作用受到了正式保障的强化，表现为正式保障较弱状

态造成的农地福利保障长期滞留。其次，社区保障的存在降低了农地福利保障对农地转出的抑制作用，

表现为熟人间农地流转引致的非正式社会保障的转化。从制度关联的理论命题出发，为降低农地福利

保障与要素配置的负反馈，需要从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和诱导社区保障自我实施的维度，促进城乡社会

服务均等化和乡村帮扶网络作用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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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对于农地流转中呈现的进程缓慢、效率较低等问题，已有研究将其归因于土地的福利保障

功能的长期存在，包括生存、养老与就业等（Yao，2009）。这是因为农户往往将持有土地视为一

种社会保障，并在“规避风险，安全第一”的行为逻辑下，认为转出农地不仅难以满足其收入预

期，还会因此破坏他们的收入保障机制（高伟等，2013）。尤其在劳动力市场发育尚不完备的背

景下，非农就业的不稳定和社会保障不完备使得土地福利保障仍具有重要作用。这不仅造成农

地流转受到抑制，也会降低农地流转潜在市场的供给规模（聂建亮和钟涨宝，2015）。此外，针对

农地转出意愿进行的农户调查也表明，农地社会保障显著抑制了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翟研宁

和梁丹辉，2013）。为此，聂建亮和钟涨宝（2015）认为，要促进农地流转，必须使得制度性社会保

障能够有效替代农地的就业保障和养老保障功能。由此可见，农地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决定了

其市场交易短期内难以顺利开展，对该困境的破题也成为了各级政府和学术界面临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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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一度抑制了其市场交易的发生，但截至2014年，全国土地流转面

积依然达到了4.03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30.4%（李光荣，2016），总体呈现稳定发展态

势。但就市场结构而言，为了降低农地地力被破坏或用途被改变的风险，农地流转大部分发生

于农户之间，尤其是亲友邻居之间。例如，叶剑平等（2010）研究发现，参与流转的农户中，转让

给亲戚与本村村民的比例为79.2%，转入的农地来源于亲戚与本村村民的比例更是高达87.2%。

到2011年，仍然有50%以上的农地流转发生在小农户之间（叶剑平和田晨光，2013）。罗必良等

（2015）于2011–2012年对全国26个省份的抽样调查显示，有66.01%的农户转出农地的对象为亲

友邻居，与上述发现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这说明农地流转在持续发生的过程中，总体上呈现出

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资源配置特征。

按照上述研究，那么已有关于农地福利保障会抑制农地流转的结论就很难站得住脚。究其

原因，虽然农地为那些被排斥在正式社会保障之外的农民提供了一种替代性和基础性的福利

保障，降低了他们的生存风险，进而导致农民形成了对农地的禀赋效应，并抑制了农地流转

（钟文晶，2013）。但对于个体乃至家庭而言，以村庄为基础建构的亲缘性、地缘性社会关系网

络，自农耕社会以来始终是一种重要的生存风险规避机制。由此可见，农地流转市场表现出的

这种内嵌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交易方式，实际上隐含了农户对村庄社区保障的依赖性。换言

之，在农地的关系型交易中，农地福利保障实现了向获取熟人关系网络支持的转换。这也意味

着，一方面，正式制度保障并未形成对农村弱势群体的基础性支持。另一方面，农村非正式社

会保障的转换构成了农民自我维持和自我管理的重要资源分配方式。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条

理论线索：农地福利保障对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不仅受农地福利保障本身规范性的影响，也受

到国家制度保障和村庄帮扶网络的制约。随着农村社会的开放，固着的生产要素开始流动，并

造成农地社会功能的转变，使得农地流转与农地传统保障功能的逻辑发生偏离。这也是已有研

究未曾关注到的农村社会保障之间的互动性，也为科学看待农地福利保障与农地流转间的关

系，以及完善要素市场发育的配套机制提供了参考。

鉴于推动农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重要性，以及农地福利保障对农地流转的抑制，

本文将从农村制度保障和社区保障出发，探讨农地福利保障在抑制农地流转市场化过程中的

制度性依赖。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从制度关联视角出发，分析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农

村居民社会保障中的作用发挥及其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在中国农村现实场景中，制

度性保障失位造成的资源配置人格化及其破题路径，为明确城乡包容性制度增长与要素市场

发育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  农村社会保障与农地流转：实施现状与理论基础

国际劳动组织将社会保障视为人类普遍需要的一项基本人权，是社会通过特定举措为个

人和家庭提供福利，以保证其能够享有最低生活标准，并防止其因风险和需求而导致的生活标

准降低（van Ginneken，2003）。广义上的社会保障还包括非国家层面所提供的保障（宋士云，

2006）。由此，我们将农村的社会保障区分为正式保障和非正式保障，前者着重强调现行农村基

本的制度性社会保障，例如农村“新农合”和“新农保”等，后者则是基于一般财产性物品（承包

地）或乡土社区关系网络自我建构和自我实施的互助型社会保障。

（一）正式制度下的农村社会保障

已有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很大一部分人口根本不享有任何社会保障，或仅小部分人口

享有不完善的社会保障（Beattie，2000）。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保障的内容不断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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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条件也逐渐改善。但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仍以家庭自筹为主，以国家保障和集体保障为

辅，涵盖救助、保险、福利三个层次，包括社会救助、养老保险、优抚安置和社会福利服务四个

重点项目，基本内容则包括五保供养制度、家庭赡养、土地保障、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优待

抚恤保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张培勇等，2014）。对农民而言，较为重

要的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从2003年

进行试点并普遍推行的，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户的医疗支出，改善了医疗服务条件。2016年国

务院发布的《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则进一步统一了覆盖范围、筹资政

策、保障待遇等。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在2009年开始试点推行的，当时的社会背景是人口

老龄化加剧、土地养老功能弱化和土地流转增速。

虽然农村制度性社会保障门类不断增加，但实施效果并不是很好。根据2007年发布的《关

于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补偿方案的指导意见》，各地允许自行制定新农合统筹报销的指

导方案，包括起付线、封顶线、报销比例与补偿范围，造成了地域歧视性的报销政策。此外，目

前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为每人每月70元，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较低，

也难以满足老年人养老的实际需求。同时，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建设中也存在政府职能缺位，立

法、财政与监管等责任缺失的问题，制约了新农保政策预期效果的实现。另外，村委会在低保

户评估工作中，有失公平性、准确性，也导致“关系保”和“人情保”等现象的出现（崔治文等，2016）。

（二）非正式制度下的保障机制

沿袭乡村历史传统，加之目前城乡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的割裂性，农民难以获得足够的体

制性社会保障。换言之，农民应付生存风险的主要渠道仍是非正式制度保障。目前非正式制度

保障的主要形式有三种：一是以家庭成员为核心所形成的保障机制。以血缘关系、婚姻关系维

系的家庭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为个人的生存、生活提供了基本的保障机制。家庭为其

成员在遭遇生老病残和生存困难时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职能（宋士云，2006），并通过建立于血缘

基础上的养老敬亲的伦理道德、家庭共有财产以及家法、社会舆论等约束强化了家庭保障功能

（张占力，2010）。在封建礼制传统与伦理的传统观念下，家庭成员之间责任与义务是明确的，父

母对孩子有抚养、照顾的责任，而子女应当终生报答父母，由此形成了依附于家庭成员身份的

家庭保障。二是以家族为中心所形成的互助型保障机制。以姻亲、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加上固

定居所形成的村落，是农民家庭自我保障之外的重要保障来源。人们以家族或宗族共同体的形

式聚村而居，能够满足生活（安全保卫、土地继承等）和生产所需（水利灌溉、桥梁道路）。同时，

聚村而居的低流动性也促成了家族或宗族共同体的形成，而家族成员也遵循着共同的价值认

同与归属（斐迪南•滕尼斯，1999）。由此，基于血缘人伦的帮扶网络，基于邻里熟人关系而衍生

的换工网络，以及基于宗族（家族）责任的救助弱势村民的体系，都是以家族为中心的互助型

保障机制的具体表现。三是以土地为依托所形成的资源替代型保障机制。自古以来，土地在很

长一段时期内都是农村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承担着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也是身份、社会

关系的一部分。在目前家庭承包制的背景下，农户不仅能够通过农业生产获取收入，还能够通

过土地租赁获取租金以满足生活或养老所需。此外，与非农就业相比，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技

能和年龄要求更宽松，是一种更稳定的就业保障。因此，土地的福利保障功能为农户提供了资

源替代型保障机制。

（三）正式制度保障与农地福利保障的长期滞留

不少学者认为，农地福利保障功能的替代程度与农地流转间存在互动关系（罗必良，2013；

钟涨宝等，2016），具体表现为改变了农户以务农为主的单一就业类型，促进了家庭劳动力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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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并形成了多元化的养老模式，最终提高了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聂建亮和钟涨宝，2015）。然

而，正式制度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其对农地福利保障的替代性，则可能导致农地福利保障的长期

滞留。一方面，目前农村的正式制度保障严重不足。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截至2015年底，

中国乡村人口仍有60 346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43.90%。这表明农村社会保障并不是一个局

部性问题，而是关系大部分人生存、生活保障以及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但是，由于农村

人口分散、交通不便，造成农户即使有能力投保，也会因为获取成本高以及潜在收益的间接

性，最终导致对农户的社会保障无法全面覆盖。更何况，农村地区现存经济条件仅能够满足农

户当前生活所需而不能过多考虑未来。加上前文关于正式保障制度所存在问题的论述，以及城

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的长期影响，不均等与不平等的问题依旧严峻。而且，目前农村社会保障

还处于改革的初级阶段，制度化程度不高，其保障作用也相对有限。因此，在考虑养老保障、失

业保障等社会保障不足的先验情景后，就不难理解农户在面临着非农就业风险时选择不转出

或短期转出农地。另一方面，农户农地流转并非简单的农地福利保障及其替代性问题。基于事

实与意愿的分析表明，正式制度保障并不能促进农地经营权的流转，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户对

农地不仅具有福利保障需求，还存在对其财产性功能的诉求（罗必良，2013）。钟文晶（2013）也

证明了正式制度保障程度的提高不仅未能弱化农户对农地的禀赋效应，反而进一步激发了农

户对土地的价值幻觉，导致农地流转滞后。游和远和吴次芳（2010）则通过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

证明，农地流转与外部条件并不存在确定的潜在均衡，即农地保障功能的弱化能推进剩余劳动

力转移，但是不存在与农地流转的互补特征。

（四）社区保障获取与农地福利保障替代

当国家无力承担对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投入时，以土地和家庭为主的保障将充当重

要补充机制。但在当前的社会结构变迁中，传统文化观念的转变，加上家庭规模逐渐缩小以及

成员逐渐分散化，家庭的社会保障功能持续受到冲击，如大部分农村养老模式从“养儿防老”转

变为“以地养老”（李永萍，2015）。例如，农地福利保障的实现有赖于农业经营获得的生产性收

入或租赁所得的财产性收入，那么农地福利保障发挥的前提必须是农产品市场与农地要素市

场的发育，这有可能导致其难以直接转化为有效保障。此外，在现有的社会环境下，农地本身

并不具备承担农民生活、医疗保障以及抵御自然灾害风险、疾病、伤残等的功能。在这样的现

实背景下，乡亲邻里间的社区互助型保障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村庄中成员汇聚组成了紧密

相连的、地缘（乡亲邻里）与血缘（家族成员）关系合而为一的利益共同体，并通过长期生活在

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化作用形成了“地方性共识”。人情往来作为熟人社会中的生活规则，不

断发挥作用并导致“内部化”，从而强化“自己人认同”下的互惠互助行为（陈柏峰，2014）。

乡土农村的社会关系因亲疏差异而具有“差序格局”特征，有严格的等级秩序，但无所谓公

私分明。因此，攀关系、谈交情、扩大圈子有利于农户寻租以获取更多的资源。这也被称为“工

具性差序格局”，即以自我为中心，由中心向外围扩散，成员的工具性价值逐级递减，且其被利

用来实现主体利益和目标的概率也在下降。血缘关系和伦理关系及其衍生的人情交换是村庄

社会资本的核心，人情交换既是该类型村庄人际交往的准则，也是构成邻里互助的基础。也就

是说，在邻里关系良好的村庄，社会资本形成了强有力的村庄社区保障体系，能够替代土地福

利保障的作用。那么农地的关系型流转——将农地流转给村庄熟人，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投资，

作为连接社区和加强熟人间社会关系的工具，就能够化解农户对农地福利保障功能的依赖。而

且社区熟人间形成的“声誉”机制，也为农户转出农地期间的农地质量、用途保障提供了稳定预

期（罗必良，2014）。因此，农地转给村庄“熟人”本质上就是社区保障对农地福利保障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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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1：农地福利保障功能的增强将抑制农地转出行为的发生；

假说2：农村正式制度保障的完善将强化农地福利保障对农地转出行为的抑制作用；

假说3：农村社区保障的完善将弱化农地福利保障对农地转出行为的抑制作用。

三、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一）数据来源

课题组于2014–2015年，从33个省（区、直辖市）中选取了9个代表性的省份以考察农村土地

资源利用和社会经济状况。本次调研的主要步骤分为：首先利用2012年度《中国统计年鉴》，按

照各省份的总人口、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耕地总面积、耕地面积比重（耕地面积占省份国

土面积的比重）、农业人口占省份总人口比重和农业产值占省份GDP的比重6个指标的聚类特

征，并结合中国大陆七大地理分区，最终选定的样本区域为广东、贵州、河南、江苏、江西、辽

宁、宁夏、山西和四川。在此基础上，课题组进一步根据上述6个指标对各省份的县域进行聚类

分析，并在各省份分别选择6个县，

合计54个县。最后，根据人均GDP和

地 理 分 布 在 各 县 中 选 择 了4个 镇 ，

每个镇选择了一个行政村，每个行

政 村 又 选 择 了2个 自 然 村 ， 并 在 每

个 自 然 村 中 随 机 选 择5个 农 户 ， 因

此各省份理想样本量为240。为了进

一步加强区域间的比较，课题组将

广东和江西的样本数增加到600。最

终发出调查问卷2 880份，回收有效

问 卷2 704份 ， 问 卷 有 效 率93.89%。

调查样本的分布参见表1。

除了广东和江西的样本农户分别达到547和587户外，其余省份的样本数基本维持在201–
239户之间。虽然广东和江西的样本农户整体偏多，但考虑到总体样本量较大，在总体分析或分

省份分析中并不会造成明显的统计偏差。相反，利用2 704户农户的整体数据分析则可以捕捉

到一般的统计特征。

（二）变量定义

1. 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包括农户是否转出农地与农地转出率，问卷中设置了相关问题

——“您家是否实际转出耕地”和“您家已转出的耕地一共有几亩”。农户是否转出农地针对的

是2014年以及之前农户是否转出农地，并采用了农地转出面积与家庭承包地面积的比值测算

农地转出率。具体变量定义参见表2。

2. 主要自变量。本文的主要自变量是农地福利保障、正式制度保障和农村社区保障。由于

三类社会保障并非单一指标能够刻画的，但多指标综合测度的有效性与可靠性的关键在于确

定每一个指标的权重。目前主要的赋权方法大体分为主观与客观赋权法。为了避免主观臆断造

成的权重不确定性，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熵权法）对三类保障的二级指标进行赋权，具体刻

画如下：（1）农地福利保障。基于前文的分析，农地福利保障可以分为基本的养老保障、就业保

障、经济保障与生存保障。因此，课题组让农户回答了若干问题，具体包括：“家庭70岁以上人口

表 1    样本分布

省份
地级市 县（区） 镇（乡） 村庄 农户

频数 比率 频数 比率 频数 比率 频数 比率 频数 比率

广东 15 21.74 15 14.29 65 17.47 112 18.82 547 20.23

贵州 11 15.94 27 25.71 64 17.20 100 16.81 239 8.84

河南 5 7.24 7 6.67 24 6.45 24 4.03 230 8.51

江苏 6 8.70 6 5.71 24 6.45 34 5.71 239 8.84

江西 10 14.49 15 14.29 69 18.55 132 22.18 587 21.71

辽宁 6 8.70 10 9.52 39 10.48 53 8.91 221 8.17

宁夏 4 5.80 7 6.67 23 6.18 41 6.89 226 8.36

山西 5 7.25 6 5.71 21 5.66 28 4.72 201 7.43

四川 7 10.14 12 11.43 43 11.56 71 11.93 214 7.91

合计 69 100 105 100 372 100 595 100 2 704 100

72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7年第3期



数”表征农地的养老保障；“家庭劳动力中务农劳动力数”表征农地的就业保障；“2014年家庭

收入中农业收入比例”表征农地的经济保障；“2014年您家所生产粮食作物是否自家食用”表

征农地的生存保障。（2）正式制度保障。我国正式制度保障的重点包括社会救助、医疗保障与

养老保障三大部分，目的在于实现贫有所助、病有所医与老有所养。同时具有公共产品性质，

也就是政府供给为主导。在不考虑贫困农户的情形时，对于一般农户而言，疾病恐惧与养老后

顾之忧是他们更关心也是更为普遍的问题。因此，本文围绕医疗保障与养老保障来测度正式制

度保障程度，具体通过“您家老人养老是否有居民养老保险”和“您家老人养老是否有政府救

济”表征养老保障，通过“您家医疗保障是否有新农合医保”和“您家医疗保障是否有政府救助”
表征医疗保障。（3）农村社区保障。在早期的社会学思想中，建立在血缘、亲缘、地缘、业缘基础

上的亲邻关系被视为传统农村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也是农村社区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在

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有利于防范家庭风险的互惠型生存伦理，是农村社区保障的根源。因此，可

以根据农户家庭社会关系与互助程度来刻画农村社区保障。具体通过“是否是村里的大姓”和

“亲朋好友多不多”表征社会关系，通过“私人借款是否来源于亲朋好友”、“向亲戚借钱困难程

度”和“向邻居借钱困难程度”表征互助程度。具体测度指标定义如表3所示。

3. 农户特征变量。农户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非农就业经历。农户为男性

或受教育程度越高，更倾向于进入比较收益更高的非农行业并转出农地（马贤磊等，2015）；年

龄变量对于转出行为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在一定的年龄范围内，农户务农经验具有比较优势

并可能转入农地，但是年老导致的经营能力不足则会激励农户转出农地。此外，具有非农就业

表 2    变量定义与描述

变　量 定　义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是否转出农地 1=是，0=否 0 1 0.227 0.419
　农地转出率 转出面积/家庭承包地面积 0 1 0.157 0.324
主要自变量

　农地福利保障 熵权法计算的综合得分 0 0.862 0.271 0.300
　正式制度保障 熵权法计算的综合得分 0 1 0.109 0.168
　农村社区保障 熵权法计算的综合得分 0 1 0.435 0.288
农户特征变量

　性别 1=男，0=女 0 1 0.637 0.481
　年龄 被调查农户实际年龄（岁） 18 90 43.457 15.140
　受教育程度 4=高中以上，3=高中，2=初中，1=小学 1 4 2.079 0.988
　非农就业经历 1=有，0=无 0 1 0.591 0.492
家庭特征变量

　家庭劳动力数量 农户家庭2014年劳动力总数（人） 0 20 3.137 1.302
　兼业劳动力数量 农户家庭2014年在家兼业的劳动力数量（人） 0 7 0.828 0.981
　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 农户家庭2014年外出务工的劳动力数量（人） 0 9 1.276 1.276
农地特征变量

　家庭承包地面积 第二轮承包分配给农户家庭的耕地面积（亩） 0 680 7.139 20.530
　家庭承包地块数 第二轮承包时家庭承包的耕地的块数（块） 0 89 5.083 4.786
　承包地肥力 5=很差，4=较差，3=一般，2=较好，1=很好 1 5 2.728 0.844
　承包地灌溉条件 5=很差，4=较差，3=一般，2=较好，1=很好 1 5 2.895 1.019
村庄特征变量

　村庄经济水平 5=很高，4=比较高，3=中游，2=相对低，1=很低 1 5 3.035 0.772
　村庄交通条件 5=很好，4=较好，3=一般，2=较差，1=很差 1 5 3.258 0.899
　村庄位置 从村庄坐班车到镇中心（单程）平均需要花费的时间（小时） 0 3 0.354 0.292
区域虚拟变量 8个省份的虚拟变量 NA NA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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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的农户可能更容易获取非农就业机会，从而倾向于转出农地。

4. 家庭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包括家庭劳动力数量、兼业劳动力数量与外出务工劳动力数

量。农业经营需要劳动力与农地资源的匹配，家庭劳动力越多，农户越有能力并需要经营更多

农地，即农业劳动力人数将抑制农地转出。劳动力兼业化意味着家庭劳动力配置自由度较高，

优化的劳动力配置也会提高单位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进而抑制了农地转出（钱忠好，

2009）。同时，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越多表示农户家庭收入更依赖工资性收入，农户也更倾向于

转出农地。

5. 农地特征变量。农地特征变量包括农户家庭承包地面积、家庭承包地块数、承包地肥力

和承包地灌溉条件。农户承包地面积越大，越有可能转出农地（徐珍源和孔祥智，2010）。农地块

数越多，表明细碎化程度越高，越不利于农业生产，这将迫使农户转出农地。农户对质量或灌

溉条件较好的农地保留倾向更强，体现为高价值的农地具有保障收益而非租金带来的经济收

益（罗必良和李尚蒲，2010）。

6. 村庄特征与区域虚拟变量。村庄特征反映了农地流转面临的社会环境，村庄地理环境与

经济发展状况对农地流转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徐珍源和孔祥智，2010）。因此，文中设置了“村庄

经济水平”、“村庄交通条件”和“从村庄坐班车到镇中心平均需要花费多少小时”三个变量表征

村庄特征。此外，为控制未观测到的区域社会、经济和制度因素对农地转出存在的潜在影响，

我们也识别了8个省份的区域虚拟变量。

四、  实证分析

（一）模型选择

为考察农地福利保障，以及正式制度保障和农村社区保障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并

识别正式制度和农村社区保障对农地福利保障的调节效应，本文首先识别了未引入交互项的

估计模型：

Yi = β0+β1X1i+β2X2i+β3X3i+
∑
m=1

β4Cmi+ ξi (1)

表 3    三类保障测度指标定义与熵权法处理结果

指标名称
指标
符号

含义及单位
指标
方向

熵权

农地福利
保障

养老保障 R1 家庭70岁以上人口数（人） + 0.142

就业保障 R2 家庭劳动力中务农劳动力数（人） + 0.051

经济保障 R3 2014年家庭收入中农业收入比例（%） + 0.167

生存保障 R4 2014年您家所生产粮食作物是否自家食用：是=1，否=0 + 0.640

正式制度
保障

养老保障
R5 您家老人养老是否有居民养老保险 + 0.101

R6 您家老人养老是否有政府救济 + 0.400

医疗保障
R7 您家医疗保障是否有新农合医保 + 0.018

R8 您家医疗保障是否有政府救助 + 0.481

农村社区
保障

社会关系
R9 是否村里的大姓：小姓=1，一般=2，大姓=3 + 0.146

R10 亲朋好友多不多：很少=1，一般=2，较多=3 + 0.061

互助程度

R11 私人借款是否来源于亲朋好友：是=1，否=0 + 0.562

R12

向亲戚借钱比较困难：1=很不同意，2=不太同意，3=一般，4=比较同
意，5=非常同意

– 0.104

R13

向邻居借钱比较困难：1=很不同意，2=不太同意，3=一般，4=比较同
意，5=非常同意

– 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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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识别了两组基本模型，模型1中，Yi表示第 i个农户是否转出农地，1表示转出农地，0表示

未转出农地。X1i表示农地福利保障，X2i表示正式制度保障，X3i表示农村社区保障，Cmi表示农户

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农地特征、村庄特征和区域虚拟变量等。β0为常数项，β1–β4为常数项，

ξi为误差项，符合正态分布。模型2中，Yi表示第i个农户的农地转出率，其余变量定义与模型1中

一致。

考虑到因变量为农户是否转出农地，属于典型的二分变量，适于采用Probit模型进行估计。

当因变量为农地转出率，其属于连续型变量，而且依赖于农地转出行为的发生，是农户联立决

策的结果，因而采用Tobit模型比较合适（Greene，1993）。同时，为了观察估计方法的适用性以及

模型结果的稳健性，文章也采取了最小二乘法（OLS）对其进行估计。

为了进一步识别不同社会保障下，农地福利保障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偏效应，在式（1）

的基础上，将“正式制度保障×农地福利保障”和“农村社区保障×农地福利保障”引入模型进行

估计（Asteriou和Hall，2011）。具体模型设置如下：

Yi = β0+β1X1i+β2X2i+β3X3i+β4X1iX2i+β5X1iX3i+
∑
m=1

β6Cmi+ ξi (2)

式（2）中，X1iX2i表示正式制度保障与农地福利保障的交互项，X1iX3i表示农村社区保障与农地福

利保障的交互项，其余变量定义与式（1）中一致。模型估计方式也与对式（1）中因变量的分类

估计保持一致。

（二）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1. 农村社会保障对农地转出行为的独立影响。表4汇报了未引入交互项时社会保障对农地

转出的影响。在农地是否转出和转出率的估计中，两组模型的结果除了少数变量显著存在差异

外，其余变量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整体上具有一致性，说明估计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结果

也表明，农地福利保障在四个模型中的估计系数均为负数，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农地福利

保障对农地转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论证了假说1，且与钟文晶和罗必良（2013）的研究一致。

此外，正式制度保障与农村社区保障对农地转出无显著影响。正如理论分析部分所述，一方

面，农村目前的正式制度保障整体上不完善，并不能抵消农地依然肩负的社会保障功能。另一

方面，由于因变量为农地转出行为，这就意味着正式制度保障是通过农地福利保障发挥作用

的，即引入农地福利保障本身就吸纳了正式制度保障的影响。对于农村社区保障，关键在于，

同一社区内部亲友邻居之间的互惠互助是以人情投资来巩固的，并以此作为交换物实现再生

产（陈国权和曹伟，2013）。农地作为社区关系资本投资也隐含着农户对农地福利保障与社区保

障的价值比较，换言之，农村社区保障对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被农地福利保障吸纳了。

其余控制变量的影响与预期基本一致。农户为女性，农地转出的概率更高。可能的原因是，

种植业更需要身强力健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如果农地流转决策与农户劳动能力有关，则女性

更倾向于转出农地。农户拥有非农就业经历，意味着他们具有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也更容易

获取就业信息，因而转出农地的概率和农地转出率也越高。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农地转出行为有

显著负向影响，而家庭兼业劳动力、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则对农地转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

表明，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农户转出农地的概率越小，体现了农地对劳动力的吸纳功能。家

庭劳动力兼业化、非农化程度越高，农户转出农地的概率越大，转出率也越高。承包地块数、肥

力对农地转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承包地块数越多，创造了更多的相对独立的可供转出的

经营权，为农户转出农地创造了条件。农地肥力越高，其具有的流转价值越高，易激励农地转出。

2. 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保障对农地福利保障作用的调节。在上文分析的基础上，文章通过引

入“正式制度保障×农地福利保障”和“农村社区保障×农地福利保障”，进一步考察了在正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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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制度保障发生变化时，农地福利保障对农地转出行为影响的动态特征。表5是引入交互

项后的估计结果，从中可以发现，引入交互项后，农地福利保障变量的估计系数仍为负数，说

明农地福利保障确实对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结果是稳健的。尽管引入的两

个交互项均不显著，但并不能说明正式制度保障与社区保障对农地转出没有影响。因为引入交

互项后，农地福利保障的增强对农地转出的抑制作用将减弱。从估计系数上看，正式制度保障

与农地福利保障交互项的系数为负，农村社区保障与农地福利保障的交互项系数则为正，说明

正式制度保障可能会强化农地福利保障的抑制效应，而农村社区保障则会弱化农地福利保障

的抑制效应。

为识别正式制度保障与农村社区保障变化时农地福利保障影响效应的动态特征，我们将

正式制度保障与农村社区保障分为50等分，并在二者的每个节点处求解农地福利保障对农地

转出的边际影响，图1和图2动态刻画了农地福利保障影响绩效的变化过程。图1和图2分别反映

了在不同正式制度保障和农村社区保障下，农地福利保障对农地是否转出与转出率的边际贡

表 4    农地福利保障功能对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

变　量
农地是否转出 农地转出率

Probit模型 OLS模型 Tobit模型 OLS模型

主要自变量

　农地福利保障 –0.333***（0.101） –0.093***（0.026） –0.385***（0.088） –0.116***（0.018）

　正式制度保障 –0.035（0.166） –0.008（0.043） 0.015（0.143） 0.024（0.032）

　农村社区保障 –0.070（0.101） –0.019（0.027） –0.059（0.088） –0.014（0.021）

农户特征变量

　性别 –0.117**（0.060） –0.033*（0.017） –0.095*（0.051） –0.021（0.013）

　年龄 0.002（0.002） 0.001（0.001） 0.002（0.002） 0.001（0.001）

　受教育程度 0.041（0.036） 0.012（0.010） 0.036（0.031） 0.009（0.008）

　非农就业经历 0.132**（0.059） 0.039**（0.016） 0.103**（0.052） 0.025**（0.012）

　家庭特征变量

　家庭劳动力数量 –0.229***（0.037） –0.057***（0.010） –0.229***（0.033） –0.056***（0.008）
　在家兼业劳动力

　数量
0.098**（0.040） 0.020**（0.010） 0.091**（0.036） 0.015*（0.008）

　外出务工劳动力

　数量
0.307***（0.037） 0.081***（0.010） 0.295***（0.033） 0.075***（0.008）

农地特征变量

　家庭承包地面积 –0.006（0.012） –0.002（0.006） –0.010（0.019） –0.005（0.005）

　家庭承包地块数 0.028***（0.007） 0.008***（0.002） 0.019***（0.005） 0.002*（0.001）

　承包地肥力 –0.082**（0.041） –0.020*（0.011） –0.072**（0.034） –0.012（0.008）

　承包地灌溉条件 –0.023（0.034） –0.007（0.010） –0.025（0.029） –0.009（0.007）

村庄特征变量

　村庄经济水平 –0.064*（0.038） –0.018*（0.010） –0.072**（0.033） –0.021***（0.008）

　村庄交通条件 0.127***（0.036） 0.034***（0.009） 0.112***（0.031） 0.027***（0.007）

　村庄位置 –0.346***（0.120） –0.085***（0.026） –0.321***（0.105） –0.063***（0.019）

区域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859***（0.307） 0.195**（0.081） –0.589**（0.271） 0.197***（0.063）

观测值 2 704 2 704 2 704 2 704

极大似然对数值 –1 315.269 9 –1 612.629 3

Wald chi2值 66.60

F值 11.28 14.75
残差平方根

（sigma） 0.400 0.926***（0.020） 0.305

伪R
2 0.092 0.095 0.087 0.121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
标准差；下同。经VIF检验，模型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2.5，均值为

表 5    农地福利保障功能对农地转出
行为的影响（含交互项）

变　量
农地是否转出

（Probit模型）

农地转出率

（Tobit模型）

主要自变量

　农地福利保障 –0.322*（0.186） –0.380**（0.163）

　正式制度保障 0.006（0.219） 0.061（0.184）
　农地福利保障×正式

制度保障
–0.167（0.519） –0.189（0.456）

　农村社区保障 –0.076（0.131） –0.069（0.114）
　农地福利保障×农村

社区保障
0.017（0.342） 0.036（0.297）

农户特征变量

　性别 –0.117**（0.059） –0.096*（0.051）

　年龄 0.002（0.002） 0.002（0.002）

　受教育程度 0.041（0.036） 0.036（0.031）

　非农就业经历 0.132**（0.059） 0.103**（0.052）

家庭特征变量

　家庭劳动力数量 –0.228***（0.037） –0.229***（0.019）

　在家兼业劳动力数量 0.098**（0.040） 0.091**（0.036）

　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 0.307***（0.037） 0.295***（0.033）

农地特征变量

　家庭承包地面积 –0.002（0.006） –0.010（0.001）

　家庭承包地块数 0.028***（0.007） 0.019***（0.005）

　承包地肥力 –0.082**（0.041） –0.072**（0.034）

　承包地灌溉条件 –0.022（0.034） –0.024（0.029）

村庄特征变量

　村庄经济水平 –0.063*（0.038） –0.071**（0.033）

　村庄交通条件 0.128***（0.036） 0.112***（0.031）

　村庄位置 –0.347***（0.120） –0.323***（0.105）

区域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864***（0.310） –0.593**（0.273）

观测值 2 704 2 704

极大似然对数值 –1 315.225 5 –1 612.551 2

sigma值 0.926***（0.020）

LR chi2值 266.68

伪R
2 0.092 1 0.08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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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率。可以发现，随着正式制度保障程度的提高，农地福利保障对农户是否转出农地以及转出

率的负向影响在持续增大，变化范围分别为[–0.128，–0.086]、[–0.553，–0.364]，降幅分别达到

了4.2%和18.9%①
。这表明正式制度保障的加强对于农地福利保障并未起到替代作用，反而刺激

了农地福利保障的长期滞留，进而表现为抑制农地转出，与假说2一致。虽然农村正式制度近年

来不断完善，但其总体上仍不能满足农民基本的生存和就业需求。尤其考虑到农业生产比较收

益较低，非农转移成为农地经营之外获取收入的另一重要途径。但从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行业

后面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和身份歧视来看，他们从事的非农职业往往不稳定或处于长期变动

中，随时面临跳槽或失业的风险。这就导致农村外出劳动力需要农村的一块土地作为失业或周

期性的后方保障，也表现为防控农民工群体因人力资本下降和年龄增加而被劳动力密集型行

业淘汰的风险，同时印证了农村劳动力在临时性的过程中被分割在了那些技术水平较低、体力

要求高和报酬低的就业环境中，进一步强化了农地福利保障的社会重要性。正式制度保障水平

的提高，一方面，并不存在与农地福利保障在程序上的可替换性；另一方面，还一定程度上提

高了非农就业劳动力和在农劳动力的社会保障。但这种保障非常微弱，因此农地福利保障被保

留或不需要进行转换的概率反而被提高了。也就是说，城乡差异化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在基本

公共物品的供给上表现出异质性，也在刺激土地资源嵌入社会关系网络的同时，造成农地制度

包容性增长与要素市场发育的不协同。

其次，随着农村社区保障的完善，农地福利保障对农地的转出概率和转出率的负向影响均

在减小，变化范围分别为[–0.095，–0.085 8]、[–0.401，–0.365]，增幅分别达到了0.9%和3.6%②
。

换言之，农村社区保障的介入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户对农地福利保障的依赖，提升农地保障的边

际贡献率，促进农地转出，论证了假说3。正如理论部分的分析，无论是农地的福利保障还是社区

保障，都是在正式制度保障不完善的状况下，农民群体根据社会关系网络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建

构的互助型保障机制。如果说正式制度保障和农地福利保障由于社会属性和供给主体层面的

差异而不具有转换的可能，那么基于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和资源理性配置的社会保障与农地福

利保障则具有较强的置换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在现实中，农地流转大多发生于村庄内部或亲

戚之间。一个主要原因在于，通过这种资源使用权的转移，农民群体将彼此的社会关系网络进

行了更强的匹配和锁定，从而实现了资源型保障向互助型保障的转变。此外，从农地本身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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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社会保障下农地福利保障对农地

转出的边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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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社会保障下农地福利保障对农地

转出率的边际影响

①图1与图2中的制度保障—农地保障曲线的斜率分别为-0.042和-0.189。

②图1与图2中的社区保障—农地保障曲线的斜率分别为-0.009和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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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格化特征来看，其保障功能不仅仅在于其自然属性，更在于传统农村“差序格局”引致的

资源配置的近亲化。而且，自然物一旦被打上社会关系的烙印，其本身就构建了一个可供相关

主体共享和彼此互动的关系网络，并将参与主体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五、  结论与思考

本文利用2015年全国9省份2 704户农户调研数据，分析了农地福利保障与正式制度保障，

以及农村社区保障的互动特征及其对农地转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农地福利保障抑

制了农地转出概率和农地转出率；第二，随着正式制度保障水平的提高，农地福利保障对农地

转出概率和转出率的抑制作用均呈上升趋势，表现为正式制度低水平增长造成的农地社会保

障功能的长期滞留；第三，农村社区保障功能的完善弱化了农地福利保障对农地转出和转出率

的抑制作用，表现为农地福利保障和农村社会保障的属性转换。

本文研究表明，农地作为仍兼具重要社会保障功能的物质资产，其作用的发挥本质上依赖

于其具有的社会关系属性及割裂性的要素市场。随着农业生产绩效与非农就业市场比较收益

差距的扩大，农村家庭以利益为导向的决策倾向于将具有非农比较优势的劳动力进行转移，从

而实现家庭效益的最大化。有学者认为这种农村人口的转移或许可以带动非农就业市场的发

育（江淑斌和苏群，2012），但事实证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具有不稳定性，主要表现为转移的短

期性、循环性和性别及年龄分层严重等。而且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市场中也基本处于被高资

本和高知识产业隔离的状况，呈现出比较收益低、社会保障不足和更换率普遍较高等特征，具

有典型的户籍歧视性（章莉等，2016）。这一方面造成农业绩效增长因为农村优质劳动力转移受

到抑制，另一方面也造成农户由于非农就业不稳定倾向于保留土地。当然，家庭内部劳动力的

非农化也决定了妇女和老人在农业生产中的主导性，并借此在两个行业中最大化家庭收益。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这种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劳动力市场割裂并存的情况下，如何通过降

低农地的福利保障功能进而促进农地的集约经营呢？为回答该问题，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农地和

劳动力市场为何发展不同步的问题。资源属性的差异决定了劳动力的流动性和处置的便利性，

农地则只能用于农业生产。随着城乡户籍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改革，人地强制性匹配的格

局被打破，从而造成劳动力要素市场迅速发展。但农地制度的包容性增长似乎并没有将农地流

转市场的活力充分释放，其中的症结就在于劳动力市场不完善造成的农地社会保障功能的长

期滞留。即使从农村正式制度保障的发展来看，短时性和低程度的保障完善似乎也不利于农地

流转市场的发育。但从社区保障的影响来看，它与农地的社会属性具有较高程度的功能匹配和

替代特征。换言之，低层次的正式制度保障在实施过程中通过行政权的实施其实扩大了制度执

行成本，反而不利于制度绩效的发挥。在此背景下，一个可行的办法是通过耦合正式制度保障

和社区保障，通过行政分权和资源社区集中配置的方式，将有限资源的配置权分配于自然村或

自然组，减少行政权力在农村社会保障中对权益配置的直接干预，从而避免政治寻租。

尽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

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提及“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长效机制，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和“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

和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希望借此缩小城乡差距，扩大农村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完善农村

社会保障机制，但政策实施绩效的发挥具有时滞性。因此，上文所述的行政权下放，本质上就

是希望借助民众利益共同体构建社区互助机制，促进农地福利保障与社区保障之间的有效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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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进而实现资源向资本的转化。主要的措施包括：加大正式制度的资源转移、下放行政权力、

转换农地市场配置收益为社区保障储备和增值效益，以及塑造民众共同体。而目前在湖南秭归

和广东清远等地由农户自发组建的互助和自治组织就是通过自治单元的下调和产权治理单元

对称化等方式，将农民群体建构成利益相关、文化相似的社会性群体，这也为应对农地福利保

障与农地要素市场发育之间的负反馈提供了破题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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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xpanding scale of farmland transfer and frequent

farmland transfer among small farmers，it is difficult to explain the phenomenon through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that farmland welfare security restrains farmland transfer. Its reason lies in that

the  farmland welfare  security  works  combining with  institutional  security  and community

security，and displays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owing to the increase in rural mobility. This paper

employs the survey data collected from 2 704 households in nine provinces to analyze the impacts

of farmland welfare security on farmland transfer，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role of farmland

welfare security in farmland transfer under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security and community security.

It comes to the results as follows：firstly，farmland welfare security restrains farmland transfer，and

its inhibitory role is enhanced by formal security，showing the long-term retention of farmland

welfare  security  resulting  from  weak  state  of  formal  security；secondly，the  existence  of

community security weakens the inhibitory role of farmland welfare security in farmland transfer，

show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formal  social  security  caused  by  farmland transfer  among

acquaintance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of institutional correlation，in order to reduce

the negative feedback between farmland welfare security and factor allocation，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rural-urban equalization of social services and the function exertion of rural mutual

aid net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perfection of rural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inductiveness

of self-implementation of community security.
Key words:  farmland transfer；farmland welfare security；institutional security；community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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